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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智明＊

籌辦 「百年人文傳承大展」 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為它不僅涉及了學
術、出版及展覽等不同的面向與工作，更是一次歷史性的回顧與前瞻。它不

只需要是一個清楚明白的歷史敘事，更需要面對與反省歷史的勇氣與承擔。

筆者有幸在總計畫主持人楊儒賓老師與外文學門召集人張小虹老師的帶領

下，參與了這個計畫，見證與體察了執行這個計畫的艱難。所以在國科會 
《人文與社會科學簡訊》 的邀請下，不揣辭拙，以個人的觀察與體會提供一些
側面的紀錄，算是為這百年難得一見的學術與知識工程添柴加薪，略增一筆

註腳。

這個計畫在民國 99年 2月 26日召開了第一次籌備會議，確立了於民國
百年國慶前後舉行展覽、出版專書的構想，並於同年 3月 19日的第二次籌
備會中確認了參與的學門與人員。印象中，我在 99年 3月初時就看到了一
封國科會徵求參與百年人文大展的電子郵件。當時就對這個構想的規模與難

度感到好奇與驚訝，心想誰會犯傻去申請這麼一件吃力不討好的事來做。學

門的概念本就不易釐定，百年的範圍既廣又雜，不但擔心有限篇幅難免掛一

漏萬，更害怕落筆有失得罪前輩，自找罵名。何況 「人文」 一詞眾說紛紜，
要以學科學門建制史研究來承載人文的深度與廣度更是一項不可能的任務。

更令人困擾的是，「百年」 是國家慶典的刻痕，不是學術的必然尺規，要將學
術的長河與多源硬塞入國家的框框裡豈非強人所難，更不要說建 「國」 百年
的想像與台灣紛雜的歷史與文化現實總是格格不入，相互制肘。究竟怎樣的

百年書寫能夠呈現民國人文的全貌，貼近交錯又分斷的歷史，並忠實於土地

的呼吸與時代的聲音？從清帝國的崩解開始，走過殖民主義、民族悲情與白

色恐怖的時代暗潮，這個 「百年人文」 如何能夠與整理和清算的後殖民史觀
保持距離，在「總結、評說與繼承」的基礎上認識自己、展望未來？

1
誠如楊

＊ 中研院歐美所助研究員
1 這段文字主要是受到陳光興老師近作的啟發。見陳光興，〈陳映真的第三世界：50年代左翼分子
的昨日今生〉，《台灣社會研究季刊》第 84期（2011年 9月），頁 137-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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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師在總計畫說明裡所闡述的，「一九四九」 在政治上所代表的大崩解與大遷
移固然造成了歷史上許多不公不義的現象，但是它卻是中華民國人文學術發

展史上極其關鍵的一年，為今日台灣蓬勃盛興的學術發展提供了開創性的條

件。楊老師是以 「雙源頭、兩階段」 的方式來理解百年人文的發展，因為 「中
日雙源」 關照到台灣人文發展裡兩股重要的思想源流，而以 1949年劃分兩階
段不但對應大歷史的分斷，更可看見百年長河中人文思想的延續與演進、激

盪與融合。「雙源兩段」 為中華民國疊合於台灣的歷史與文化現實找到一個詮
釋的起點，也為百年人文發展提供了一個反省的契機。因此，如何正面看待

在這複雜曲折歷史中出現的學術成果，卻又不失一個真誠懇切的批判立場，

正是執行這個計畫最大的挑戰。

對我而言，參與這個計畫注定是吃力不討好的，可是它卻可以提供一個

重新思考自身學術範式的機會。對於外文學門來說，就算可以將學門內部的

歧異性 （語種差異、領域分歧及文學、語言與教學的學科屬性不一） 暫時存而
不論，「外文」 一詞總是習慣性地將我們的視野引向西方。單德興老師就指
出，他參與這個計畫的最大體會，就是因為感受到國內學者「對於外文學

門建制史不夠重視」；他 「希望外文學門自身在引進國外新知的同時，

也能留意在本地發展的情形與特色」。2 換句話說，不論是文本、理論還

是政治，外文學門總是習以為常的 「以西方為師」，其實忽略了這樣的觀點有
著深遠而曲折的在地歷史，而且這樣的研究進路往往是台灣的，而不是西方

的。不過，除了藉機清理外文學門的建制歷史外，我更希望能夠批判性地看

待外文學門的建制過程，在整理過往的基礎上探問 「外國文學」 這門學問是怎
麼來的？歷史上的學術實踐有哪些？又提供了當代台灣人文什麼樣思想資源

與知識成果？如果 「以西方為師」 不是外文學門獨有的學術路線的話 （當代學
科的建立基本上都是西學東漸的產物），那麼它百年發展的內在理路是什麼？

其建制的政治與文化又是什麼？如果 「追逐西方的神」 只是知識實踐的假像，
那麼外文學門的建制與學術原點何在？又提供了哪些思想範式等著我們去挖

掘、評說、拋棄或繼承？

在這些問題的誘惑下，我私心自用，硬著頭皮加入這個計畫。外文學門

共有七位老師參與：除了張小虹老師領銜演出外，我和單德興老師則負責英

美文學的百年發展，並邀集台大日文系陳明姿老師、台大外文系張淑英老

2 私人電子郵件 2011年 9月 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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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淡江法文系吳錫德老師及輔仁德語系王美玲老師來處理非英語外國文學

的研究，並同分攤文集與圖錄的編寫工作。在文集裡，我們提供了總論一

篇、分論三篇、特寫四篇。總論 （由王智明執筆） 主要是企圖提供一個歷史觀
點來理解百年外文的總體發展。三篇分論為 〈比較文學在台灣〉（由單德興老
師執筆）、〈日本文學在台灣〉（由陳明姿老師執筆），以及 〈打開 「世界文學」〉
（由吳錫德、張淑英與王美玲三位老師合寫），分別介紹了幾個重要的發展方

向，並突出了台灣在這三個學術領域的獨特經驗。四篇特寫則是以 500-800
字的短文速寫幾個外文學門重要的人物與事件：王智明的 〈辜鴻銘〉 一文旨在
介紹這位民初外文耆老的生平與著作，以描繪一條 「馬華離散」 的外文思想進
路。張小虹老師撰寫的 〈只是朱顏改〉 提醒我們朱立民與顏元叔兩位前輩透過
台大課程改革所留下的學術遺產。單德興老師的 〈翻譯與冷戰〉 則說明了今日
世界出版社美國文學譯叢在 1970年代的貢獻與影響。張淑英老師的 〈諾貝爾
文學獎作品中譯〉 讓我們看到諾貝爾文學獎在台灣所產生的文化效應及外國
文學翻譯之於外文學門的意義。圖錄則是在能取得的圖像基礎上，點描一些

重要的事件、出版品與人物，並配合大事紀突出外文學門的建制過程及出

版。配合文集，我們特別介紹了梁實秋、顏元叔、朱立民、余光中、齊邦媛

等前輩，以突顯外文學者之於百年人文思想的貢獻。王美玲老師和陳明姿老

師分別提供了輔大外語學院與全台日文學系的珍貴歷史照片，幫助我們記憶

這些奠基者的身影。

不過，這樣的安排當然不盡人意、充滿侷限，因為它不僅忽視了外文學

門裡同樣重要的語言學與語言教學研究，更漠視了其他 「小眾外文」（例如韓
文、土耳其文、阿拉伯文、俄文、義大利文等） 的存在，亦突出了外文學門
就等於英美文學加上日、法、西、德四語的虛像。然而，這情非得已的安排

不僅僅是務實考量的結果 （因為學門裡沒有學者能夠同時處理不同語種文學
的百年歷史），更是歷史條件制約的產物，反映了 「雙源兩段」 交疊視角的重
要性。簡單的說，正是清末民初西學東漸形成了外國文學等於西方文學的疊

合，才使得外文學門的形成總是以西方為參照的歷史結果。同樣的，作為戰

後台灣一度被禁絕的 「國語」、又是最為實用的 「第二外語」，日文的存在自然
與台灣的殖民歷史脫不了關係，也隱隱挑動著中華民國的歷史記憶。

3
同樣的

3 比方說，錢稻蓀、周作人等當時於日據時期留任北京的學者，在歷史上留下了不堪的評價。關於
他們的記憶，特別是在外文學門，也就特別的黯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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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過程造成我們對 「小眾外文」 的漠視和排除；我們的外國文學研究與教學
缺少了非洲的脈動、拉美的魔幻、中東的色彩及太平洋的樂音。在一個中國

等同於外國的時代裡，我們的 「外」 文想像雖不貧乏，卻也不得不說是頗受侷
限的。但是，當我們將外文研究的前身追溯到明清時代的四夷館和四譯館

時，我們就會發現我們今天理解的外文研究其實是西方帝國主義的產物。 
「外國」 的範圍從來不是定於一尊的西方，而是對應著自身的民族、地理與政
治想像而來的。因此，外國文學與現代性的問題必須被放置在建制史視野的

前景。

然而，僅僅是為了梳理這五個語種的百年建制過程就足以讓人早生白

髮、多增皺紋。因此，在這樣的分類與分工中，我們只能試圖呈現百年外文

的整體走向及台灣人文的在地特色。在回顧歷史之際，我們試圖記住的是那

些先行者的身影與足跡，以及他們的掙扎與教誨。我們能力有限，但野心不

小。在最初的計畫書裡，我們曾經列出以下重點：

1. 爬梳各領域的學術建制歷史、課程規劃、奠基代表人物 （簡介、
著作與相關文物） 與相關學會、刊物的創設。以英美文學研究為
例，朱立民先生、顏元叔先生、齊邦媛先生、余光中先生等重要

代表人物；1973年創設的中華民國比較文學學會，1991年創立的
中華民國英美文學學會，1998年創立的中華民國文化研究學會等
主要學術組織；1970年創刊的Tamkang Review、1972年創刊的 《中
外文學》 等主要學術刊物。

2. 凸顯各領域內不同階段的發展重點。以英美文學研究為例，冷戰
結構下美國研究的興盛，70年代比較文學的興起，80年代英美文
學的紮根，90年代文學理論與文化研究的風行等。

3. 強調跨領域互動的歷史連結。例如比較文學研究興盛時期中文系
與外文系學者的密切互動，或晚近外語學院之設立所造成的體制

變革等。
4

4. 進行當代反思，鋪陳文學研究的差異與重複，如何在當前文學理
論與文化研究百花齊放的快速變動中，重新界定所謂的外文文學。

4 雖然 1949年後在台成立的公私立大學都會設立英、德、法、西、日等外語學系，但是首次把不
同外語學系整合起來的實踐卻是 1980年輔仁大學所成立的外語學院。在這之後，東吳 （1984）、
政大 （1989）、淡江 （1992）等大學才陸續成立外語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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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實際執行計畫的時候，我們不得不承認在許多地方我們力有未

逮。比方說，我們或許可以清楚標誌學科建制的時點與描繪先行者的身影，

但是我們對於他們思想歷程與知識實踐之間的關係缺乏深入的認識，對於他

們的生平與書寫沒有完整的掌握。我們無法充分說明為什麼 1920年代以中
國哲學與新文化運動成名立身的胡適曾是北大英文系的主任？也未能以外文

學門的觀點來展開對辜鴻銘或是周作人作品的學術評價？為什麼最早開始翻

譯與教授東歐與日本小說的周氏兄弟從來不被納入外文系的視野？日治時期

在台灣教書的日籍學者在西方文學的研究上有何成就，他們在台灣的經驗對

其外文研究又有什麼影響？ 1970年代台灣外文學界對比較文學的興趣到底是
一個獨立的現象，還是對 1930年代中國的比較文學發展的一次繞道繼承？
究竟英國學者理察茲 （I. A. Richards） 與燕卜蓀 （William Empson） 對於抗戰前
後的外國文學研究有何影響？我們又該如何看待外國學者在中國和台灣的意

義呢？同樣的，雖然我們可以勾勒各領域不同階段的發展重點，我們還是無

法完全解釋為什麼戰後台灣對於文化悠久的印度文學興趣缺缺、對非洲文學

毫無認識？為什麼當英美文學研究在 1980與 1990年代經歷了文學理論與文
化研究的典範翻轉後，日、法、西、德等語種文學的研究仍然步履蹣跚？我

們甚至不曾記起四十年間努力創作，經營第三世界文學想像的陳映真原來有

著外文系的背景和訓練？為什麼我們對於 1949年之前的外文學門所知甚少？
是因為它面貌不清、距離遙遠，還是因為我們從來不在乎過去，也從未把前

人的知識實踐當回事？究竟是什麼樣的學術建制與知識結構制約了我們前進

的步伐，在各種教學與研究想像背後又隱含著什麼樣的思想底蘊與文化政

治？這些紛紜錯落的研究與出版究竟生產著什麼樣的外文學門？又對後進學

者造成什麼樣的規訓與制約？

面對這些問題，我們沒有立即的答案，卻迫切地體認到自身知識的侷

限，以及以學門為出發點可能造成的誤導。畢竟知識的實踐，特別是在學科

專業化之前的年代，從來不是以學科專業為依歸的。相反的，當時的知識生

產或許在今天看來專業性不足，卻有著強烈的現實感與迫切感。對於民初的

知識分子來說，生產知識是為了解釋與處理當前的困惑與問題，不是為了滿

足專業性的要求。他們甚至可能沒有建立學科的企圖，只有素樸的知識救國

與改造社會的理想。在這個意義上，外文學門之「外」不應只是知識的對象，

更該是轉化本土社會與文化的力量。類似的心情在 1970年代的學者身上 （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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顏元叔） 仍是很強烈的，也可以在近 20年的學術發展看見印痕，但是我們未
曾有意識地去整理與理解這樣的學術心路，遑論將之理論化為一種獨特的研

究方法或主體姿態。

這樣一種近乎失魂的狀況造成了我們尋找展品上的困難。我們到底該展

出哪些研究、什麼作品和文件、列出什麼大事、端出誰的手稿，才能充分呈

現外文學門的百年風華？誰是代表性的人物，學門有什麼傳統，文物又在哪

裡？正是當我們必須以展覽的形式去說明與解釋外文學門的時候，我們發現

這些問題毫不抽象，而是高度歷史性與物質性的。於是，在去年暑假前後的

幾次工作會議上，我們做了以下的規劃：

• 編寫百年大事年表以提供外文學門建制史的概覽 （例如，1917年
北大設立英文系、1963年文化大學成立全台最早的日文系與法文
系、1973成立比較文學學會等）；

• 編寫書目以建立外文學門學術經典；
• 提供百年奠基人物的生平、照片與手稿；
• 建立當代學者專區，展出外文學門具有代表性的作品與學者手稿。

這些看似理所當然的規劃卻有著執行上的困難：我們或許可以做出一個

百年建制大事紀，但是誰能評斷哪些著作是學門經典？我們或許可以指出奠

基人物有哪些，可是該以什麼樣的標準來評價他們的貢獻？胡適、徐志摩、

吳宓、梁實秋等民初學者不僅與中文學門有許多的疊合，他們的著作恐怕都

無法納入今日外文學門的想像裡。顏元叔、朱立民等一代學人留下了許多文

字與建制的遺產 （例如，課程改革與成立學會），可是在以視覺元素為主的展
覽裡，我們如何呈現他們的思想與立場。余光中老師與齊邦媛老師原是我們

當代學者專區裡的主秀，可是一來他們的手稿取得不易，二來他們往往更是

以詩人、作家及編譯者的身分，而不是學者的身分，為世人所認識的。那麼

我們是該展出他們的詩作與手稿，還是那些以鉛字印刷、不透個性的學術論

文？最最關鍵的是，究竟學門的學術內涵如何能夠透過展覽來呈現？我們或

許可以把學門相關的所有出版品 （從專論到期刊） 一字排開，集體呈現，可是
這麼一個多元並陳的思想內涵在哪裡？是各自表述的大鳴大放，還是燦爛煙

花下的集體失聲？到底學門建制史是一篇百年流水帳，還是一場自我總體

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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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一次，我們面對的是學門思考的侷限及歷史意識的空白。於是，我們

只能將就於可以取得的資料，動用自己本就不多的資源，甚為勉強地再現外

文百年。我們感謝在這個過程中所有曾經提供協助的諸多朋友 （國家圖書館
的蔣嘉寧和張懿文小姐、國立歷史博物館的郭暉妙與陳伶倩小姐、中研院近

史所口述史資料室的吳美慧小姐、聯經出版社的劉洪順先生和台大圖書館特

藏組） 及朱瑞婷和劉羿宏兩位助理。沒有他們，整個計畫的成果只怕更為單
薄與蒼白。

但是，更為關鍵的是我們該如何在走向下一個百年的同時，突破侷限、

填補空白。方向在哪裡、可以做什麼？

誠如單德興老師在第三十五屆全國比較文學會議的專題演講裡指出的，
5

學門建制史是一個涓涓細流的積累工程，它無法依賴個人之力來完成，而需

要每一個系所從正視自身歷史開始，紀錄學術的心路與足跡。就像職業運動

對每項紀錄都高度重視一樣。唯有如此，我們才有可能貼近了解學門建制的

過程，同情理解先行者的辛勞與貢獻，進而客觀而公正地評價學術的成就與

挫敗，推動學門與學術的發展和進步。具體而言，建制史的工作其實是一種

歷史意識的舖墊，是追逐西方諸神百年後的一次回歸。它要求我們認真看待

前輩們走過的路，嚴肅對待他們的思考與心情，並且批判性地總結他們的經

驗為方法，走出一條屬於我們的路。同時，外文學門建制史研究的困難也提

醒著我們重新思索學科與學門的意義。學門究竟是一個規範性範疇還是經驗

性範疇？我們究竟應該如何面對學科專業化之前的跨學科知識生產，並將之

轉化與吸納為學門發展的養分？在一個 「以外為尊」 的學門裡，我們可不可
以鼓勵後繼者去檢討和反省這條學術路線，並接納他們 「既中且外、東西不
分」 的學術實驗？最重要的，走過民國百年之後，我們是否可以走出或擱置
師輩的權威和包袱，批判地認識與繼承他們的成就、困惑與失措。或許，這

樣的破立之舉才是百年人文最重要的使命。

做完這個計畫，我們的答案不少，但是問題更多，並在叩問之際切身體

會到自身的侷限。顯然的，這些問題有賴更進一步的研究及更能夠突破學科

界限與使用多種外語的人才。因此，我們只能誠實地面對自身的侷限，不揣

拙陋地呈現我們的無知，並期待來者補上缺口。

5 該會議於 2011年 5月 25日在南投埔里的暨南大學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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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我要再次向整個計畫的負責人楊儒賓老師致敬，是他的視野與高

度讓這樣的反省可以邁開腳步。我更要感謝參與外文學門子計畫的所有老師

和助理，給我一次學習與深思的機會。當然，國科會魏念怡小姐和何醇麗小

姐這一年多來更是勞苦功高，他們的專業與敬業令人感佩。我謹將這篇側記

獻給所有為這個計畫付出心力的師長與朋友們。


